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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筹款策略
———基于公众捐赠偏好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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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是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和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非营利组织是落实这些国家战略的重要
主体。已有研究指出，非营利组织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容易陷入“非营利组织饥
饿循环”陷阱，虽然学术界提出了常态情境下应对该陷阱的有效筹款策略，但
是在应急情境中筹款策略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此，论文聚焦于重大突
发公共事件，通过随机控制问卷实验，将不同的被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非营
利组织筹款策略组中，来检验非营利组织不同劝募信息组合是如何影响公众捐
赠偏好的。实验结果表明，公众在应急情境下，依然存在对非营利管理费用的
厌恶情绪。并且，公众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和透明度信息的敏感程度更高，
当管理费用较高时，其绩效和透明度只要存在任何一方短板，公众捐赠意愿会
显著降低。实验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公众对于筹款策略的偏好因管理费用来源
不同，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当管理费用来源于善款扣除时，公众对非营利组织
的绩效和透明度方面的短板会更加敏感。论文对国家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和非
营利组织管理费的政策优化及相关研究扩展均有重要启示。首先，研究对于我
国制定非营利管理费用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建议在管理费用比例方面进一步
区分常态和应急状态，避免一刀切。其次，也为国家助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具
体措施提供了思路，例如设立国家专项基金，支持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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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助力国家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时，可以考虑扩展合作方，
形成支持管理费用的弹性系统。最后，政府可以联合高校等部门，制定权威的
非营利组织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避免公众对非营利组织形成“低管理费用”甚
至“零管理费用”的不合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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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１９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
善等社会公益事业。２０２０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
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有学者提出，第三次分
配的本质是通过社会机制来对资源重新分配，从而推动共同富裕，而慈善捐赠
是其主要路径之一（白光昭，２０２０；江亚洲、郁建兴，２０２１）。慈善捐赠也是撬
动多元主体投身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王名等，２０２０；徐家良、张圣，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席卷了全球，陆续对各国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
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对中国治理的重大考验，也是对非营利组织（我国
也称“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考验（周中之，２０２０）。新冠疫情
暴发初期，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医疗物资迅速涌入不同的慈善组织，如湖北省
红十字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并由这些组织负责将这些物资分配到
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除了物资捐赠之外，善款捐赠也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抗疫的
重要手段，井喷式的社会捐赠让慈善组织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刘蕾，２０２０）。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使得非营利组织在日常运作方面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
暴露了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非营利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抗疫的能力。例如，在疫情发生期间，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被举报部分投
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中国经济周刊，
２０２０）。为应对该事件，基金会的部分工作受到了影响，延迟了部分物资的交
付，对医护人员的安全保护和重症病人的救护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新
浪网，２０２０）。这说明了非营利组织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如果透明度存在问
题，势必会影响整个慈善捐赠的顺利进行。此外，湖北省红十字会也因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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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受到了公众质疑，面对来自社会的大量捐赠款物，由于内部管理疏失，大
大延误了物资的周转和调拨，违反了“三重一大”规定，存在信息公开错误等
失职失责问题（苏璇，２０２０）。以上两个案例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和效率
问题在抗疫过程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这些负面新闻的报道都给慈善事业
的公信力蒙上了阴影（郑功成，２０２０）。

不论是日常运作还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非营利组织筹款都是发展慈
善事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田园，２０１９）。然而，我国关于非营利组织日
常运作管理费用的法律规定和行业标准备受争议，进一步加剧了非营利组织筹
款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具有慈善组织属性的公募基金会年度
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１０％”，这一比例的限定，曾在人大表决前夕，
引来多家公益机构联名呼吁取消，他们担心管理费用的下调会对公益行业的发
展造成打击（卢玲艳，２０１６）。

公益组织需要日常运营，收取管理费用已成为行业的共识。然而西方学者
发现，公众普遍认为善款应全部应用于慈善，慈善组织不应该收取管理费用，
公众不愿意为了保证机构的日常运营而从自己的善款里提取管理费（Ｄｕｎｃａｎ，
２００４）。也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只要在劝募的过程中，管理费用高的非营利组织
能有效利用劝募信息，展示自己的高效率或信息的高透明度，捐赠者还是会愿
意向该组织捐款（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但是，疫情发生后，公众对捐赠资源的
合理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研究结果是否仍然适用，值得深入研究。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背景下，非营利组织日常运作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非营利组织很容易在管理费方面超过国家的相关规定，从
而陷入“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的陷阱，即捐赠者对于非营利组织管理费使用
抱有较为苛刻的期待，而非营利组织为了吸引筹款而不得不压低管理费用，以
避免过高管理费用导致出现捐赠者厌恶情绪。同时，当非营利组织压低管理费
用后，公众对其管理费用的降低会有更高期待。非营利组织不得不面对超出管
理费引发的筹款数量减少的挑战。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究竟何种筹款
策略能够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应对这一挑战？

针对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社会科学实验方法，试图回应当前研究中尚
未厘清的两个研究问题：（１）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公众回应非营利组织绩
效优先和透明度优先两种筹款策略时，捐款决策偏好有何差异？（２）在重大突
发事件背景下，公众捐赠决策偏好是否会受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不同来源的
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有望拓宽当前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理论的适用情境，从常
态化情境拓展到应急情境中，来测试应对“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筹款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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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引导非营利组织行业实践人员在应急情况下，根
据捐赠者的决策偏好影响因素而有效调整筹款策略。在政策启示方面，研究将
对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标准，及政府设
立管理费用专项等方面提供实证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通常会抱有一种“既想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的心理。国外已有研究将这种不合理心理导致的行业筹款困境概括为“非营利
组织饥饿循环”（Ｇｒｅｇｏｒｙ ＆ Ｈｏｗａｒｄ，２００９；Ｗｉｎｇ ＆ Ｈａｇｅｒ，２００４）。这个负面循
环背后的逻辑是：大多数捐赠者都希望自己的捐赠能够被高效使用，最大限度
地发挥善款的社会影响力（Ｇｎｅｅｚ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然而，对于捐赠者甚至整个
非营利组织行业来说，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指标来评判非营利组织
使用善款的效率。当前行业用于判断非营利组织效率的指标过于单一，只看善
款投入到项目运作部分占总支出的比例（Ｓｈ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由于非营利组织
的总支出通常包括项目运作支出和管理费用两大块，因此，行政支出比例越低，
就意味者项目运作支出的比例越高（Ｓｕｒｙｓｅｋ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捐赠者和行业对
于非营利组织效率的不确定性与单一的组织效率判定指标都是导致人们对非营
利组织管理费用产生抵触情绪的幕后推手。当捐赠者得知非营利组织需要在自
己所捐的善款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行政管理费用时（如场地费用、人员工资等），
就会出现反感情绪，导致少捐或不捐（Ｇｎｅｅｚ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Ｇｒｅｅｎｌｅｅ ＆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９９；Ｋｉｎｓｂｅｒｇｅｎ ＆ Ｔｏｌｓｍａ，２０１３；Ｋｒａｗｃｚｙ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Ｍａｒｕｄ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非营利组织在面对生存压力时，会积极寻求规避这种负面情
绪带来的筹款困境。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过去几十年间，非营利组织为
了吸引更多捐赠款项，尽可能地降低管理费用，而捐赠者也会被这些数据进一
步误导，认为非营利组织不需要管理费用也能很好发挥作用（Ｌｅｃｙ ＆ Ｓｅａ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 Ｂｏｅｎｉｇｋ，２０１９）。长此以往，整个行业对于管理费用会形成一
种避而不谈的默契，但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压力也会随捐赠者对组织期待的提高
而增大（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Ｔｒｕｓｓｅｌ，２００３）。

针对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这一现实困境的解释主要从三大理论视角出发。
一个理论解释是制度主义视角，聚焦于解释组织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趋
同的现象（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学者认为非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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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降低行政管理费用是一种帮助其达成外界捐赠者和监管组织期待的策略，
以帮助组织能够在动荡和竞争的环境中生存（Ｌｅｃｙ ＆ Ｓｅａ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
Ｂｏｅｎｉｇｋ，２０１９；Ｗｉｎｇ ＆ Ｈａｇｅｒ，２００４）。另一个理论解释是资源依赖视角，强调
组织根据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来管理自身（Ｐｆｅｆｆｅｒ，１９７３）。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出发，学者认为降低非营利组织的行政管理费用，能够让组织吸引到更多慈善
捐赠，更少依赖于其他资源路径，从而变得更加有竞争力（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７；李
维安等，２０１７）。第三个解释从代理理论出发，认为作为委托人的捐赠者与作为
代理人的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高昂的特性，因此，捐赠
者更倾向于将善款捐赠给行政管理费用较低的慈善组织，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
监督困难带来的潜在风险（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２０１９；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 Ｂｏｅｎｉｇｋ，
２０１９；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最早探讨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这一难题解决方案的研究，于２０１４年发表在
权威国际学术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上。该研究采用社会科学行为实验的方法，发现非营
利组织筹款过程中，如果给劝募对象提供“组织的行政管理费用已获基金会专
项资金支持”这一信息，将有效缓解捐赠者因非营利组织高行政管理费用而引
发的负面情绪，提升劝募效果（Ｇｎｅｅｚ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但是，这一筹款策略的
局限性在于，并未真正意义上改变捐赠者对于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费用的厌恶
情绪，因此对于无法获取外部资源来填补行政管理费用的组织来说，无异于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此，学者通过行为实验研究，测试了更为积极的能够
有效打破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的筹款策略。研究发现，在常态情况下筹款时，
提供非营利组织高效率或是高透明度的信息，均能有效降低捐赠者对行政管理
费用的厌恶情绪，从而提高捐赠人数比例或捐赠金额；但该研究也进一步指出，
高效率策略和高透明度策略对于最终筹款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差
异（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但是，当前研究尚未进一步比较和厘清两类筹款在应
急情境下的适用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何差异。

（二）研究假设

从代理理论的视角切入，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的主要成因是来自捐赠者和
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困难等（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２０１９；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 Ｂｏｅｎｉｇｋ，２０１９；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那么，非营利组织应该提供哪些
筹款信息来促进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平衡？

不少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的劝募效果与组织本身的信息透明度和效率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在常态情况下，透明度越高的非营利组织，劝募效果越佳
（Ａｔ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１５ － ３８；Ｂｕｃｈｈｅｉｔ ＆ 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６；Ｇａｎｄｉａ，２０１１；Ｗｙｍｅｒ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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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２１；郭海，２０１９）。在应急情境下，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捐赠之间的
正向关系依然存在（Ｌｏｂ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孙振杰，２０２０）。同时，也有研究发现
效率越高的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捐赠收入越多（Ｋｒｅｉｔｍａｉｒ，２０１５；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Ｂｏｉｒｅ ＆
Ｐｒａｋａｓｈ，２０１７；侯俊东、庄小丽，２０１６）。

在应急情境下，一方面，公众需要物资和善款能够第一时间输送和分配
（冯春等，２０１７），这考验了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公众需要第一时间了解机
构善款的去向，这考验了组织的信息透明度（李卫华，２０１７）。但在现实情况
中，机构为了确保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兼顾效率和透明度，很容易造成管理费
用增加的风险，突破国家相关规定。那么为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同时又
要兼顾国家规定的管理费上限，公众到底是更偏好筹款的效率优先策略还是透
明度优先策略？根据信号理论，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向捐赠者发送积极信号
（高效率或高透明度），以提高自身信誉，缓解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负面
影响（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３）。因此，本文将探索性地测试两个筹款策略在吸引捐赠方
面的差异，并根据以上推导逻辑提出假设：

Ｈ１：在应急情境下，公众在面对非营利组织效率优先筹款策略与透明度优
先筹款策略时的捐赠偏好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费用是由专项经费负责，还是需要捐赠者自掏腰
包，也可能影响到应急情境下捐赠者对于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费用的包容度，
从而影响其捐赠决策。影响力慈善理论（Ｉｍｐａｃｔ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捐
赠是由个人“有所作为”的愿望所驱动的，捐赠者会将管理费用视为挪用或侵
吞（Ｄｕｎｃａｎ，２００４），因此管理费用会对其捐赠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信号理
论，可进一步推论，有政府专项经费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便是有了政府的背书，
会向捐赠者发送该非营利组织具有较高社会信誉的积极信号，提升捐赠者对非
营利组织内部质量的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捐赠者。此外，参考顾客价值理论，
成本大小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因素，购物成本越低，购买意愿越强
（王崇、肖久灵，２０１８）。研究发现，一方面，捐赠者将管理费用视作捐赠行为
的成本，如果这笔成本可以由别人来支付，不必自己掏钱，那么捐赠者对于高
管理费用的厌恶感就会消失，并且由他人支付的管理费用越多，个体捐赠意愿
也越强（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同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Ｃｏａｓｅ，１９９３）可推
导出，当政府或第三方机构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费用时，捐
赠者的善款可完全投入慈善项目，从而降低了个人捐赠的成本。另一方面，将
交易成本理论结合信号理论，本文认为设立管理费用专项基金有助于帮助捐赠
者识别与选择慈善组织，降低其信息获取成本、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因此，
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非营利组织，更容易吸引公众捐赠。根据以上论证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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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本文提出了有待检验的关于行政管理费用来源的假设。
Ｈ２：在应急情境下，公众捐赠时会更偏好有专项经费支持行政管理费用的

组织，而非直接从善款扣除行政管理费用的组织。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和实验分组

研究采用了社会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来自问卷星平台网络调查
实验问卷。课题组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至３月１日（国内疫情暴发早期），将全
国范围内的１３３２个被试者随机分配到研究所设计的不同实验组中，通过比对不
同实验组被试者的捐赠意愿，来测试应急情境下，不同策略的劝募信息对组间
被试者捐赠决策是否存在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课题组通过问卷清理，
剔除了２３份无效问卷。这些无效问卷剔除标准包括：回答问卷时长过短（小于
或等于３分钟），捐赠额为极端值（在捐赠分布值的１％以下或９９％以上），捐
赠不符合常理（如捐赠值≥年度收入的８０％），还有实验操作检验结果视为无
效的样本。研究的最终样本为１１３１份问卷，最终样本人口学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３。

根据研究的核心问题：（１）对比非营利组织效率优先筹款策略和透明度优
先筹款策略对管理费用厌恶感和捐赠偏好的影响差异。（２）不同行政管理费用
来源对公众捐赠偏好的影响作用，实验设计涵盖四个主要因素（如管理费用、
行政管理费用来源、组织透明度、组织效率），每个因素包含三个不同水平的情
境要素（如无信息、高和低；或者，无信息、专项经费和善款扣除）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全情境模式下各实验因素和文字操作信息说明

因素 ０ １ ２

ａ行政管理费 ａ０：无信息

ａ１：高
“抗疫期间需要招募大量志愿
者来记录善款和物资，租用仓
库接收物资等，其行政管理费
的支出超过国家法律和行业标
准的１０％”

ａ２：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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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０ １ ２

ｂ管理费来源 ｂ０：无信息

ｂ１：专项经费
“超出的行政管理费由专项救
援资金支付，个人捐赠将
１００％用于抗击疫情活动”

ｂ２：善款扣除
“超出的行政管理费将
从善款中扣除，个人
捐赠将主要用于抗击
疫情活动”

ｃ组织透明度 ｃ０：无信息
ｃ１：高
“慈善组织将捐助善款和物资
的收支每日向社会公开”

ｃ２：低
“目前捐助善款和物资
的收支未做记录向社
会公开



”

ｄ组织效率 ｄ０：无信息

ｄ１：高
“慈善组织仅用Ｘ天就将所募
集的善款和物资送往疫区定点
医院”

ｄ２：低
“目前尚未将所有接受
到的善款和物资进行
分配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表１所展示的四因素、三水平交互研究设计（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全实
验情境组数为３ × ３ × ３ × ３，即８１个组。每一个实验组都在以下基本信息上面叠
加不同的实验情境信息。

基本信息：“同心抗疫！扩散！捐款通道开启”。Ｈ慈善组织在防疫期间承
担了各方捐赠的善款和物资统筹分配的重要作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２０２０
年春节，一场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的无硝烟战役在全国打响，民间捐赠踊跃，为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尽一份绵薄之力，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由于回答研究提出的问题只需要选择四个因素中的部分水平进行信息组合，
创建不同实验组即可。以下具体论证本文根据研究问题如何选择不同信息进行
组合创建各实验组的基本逻辑。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应急情境下，效率优先
策略和透明度优先策略对公众捐赠偏好的影响存在怎样的差异？针对研究策略
这一问题，研究选择了比对筹款策略１ （效率优先）和筹款策略２ （透明度优
先），在高行政管理费用条件下非营利组织筹款策略对公众捐赠的影响差异。第
二个研究问题是行政管理费用的不同来源会如何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捐赠偏好？
针对经费来源这一问题，研究选择的是在问题一的研究设计上面加入两类不同
管理费用来源和筹款策略的交互作用，即两个水平的筹款策略情境（效率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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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或透明度优先）和两个水平的管理费用来源情境（专项经费或善款扣除）的
２ × ２交互实验设计。在２ × ２的实验设计基础上，研究还加入了控制组和基本对
照组，通过比对这两组中的捐赠差异，来推导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行政费用是
否存在厌恶。

（二）实验流程

参加实验的被试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功能被随机分配到六个实验组
中（见图１）。实验开始时，研究介绍会要求被试者花１ － ２分钟时间先仔细阅
读实验材料，在充分阅读材料之后，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问卷题目设置顺序
依次答题。实验所用的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随机出现的实验操控材
料，然后是实验操控检验的题目，用于检验被试者是否接收到了实验信息，然
后测量被试者在此次试验中的捐赠意愿。第二部分，问卷调研了个体对于非营
利组织一些基本情况的评估，包括透明度、效率、能力、责任心与合作等。第
三部分，问卷调研了被试者的人口学因素、个性特征和过往亲社会行为经验，
如参加社会活动的经历、过去１２个月的捐赠情况和志愿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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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变量测量

因变量：慈善捐赠通过问卷中“面对此次疫情，您愿意通过Ｈ慈善组织
（再）捐赠的金额大约为？”。

自变量：根据上述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间关系的讨论，研究主要的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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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一个是筹款策略（１ ＝ “效率优先”，２ ＝ “透明度优先”），另外一个
是经费来源（１ ＝ “专项经费”，２ ＝ “善款扣除”）。

其他变量：为保证实验的结果和操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根据相关文献，
测量了常用的人口学因素、个性特质和个体对组织一些基本情况的评估，如透
明度、效率、能力、责任心、合作等。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实验操控和随机分组有效性检验

研究首先针对实验操控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问卷中一共设置了四个陈述句，
包括“行政管理费用高”“物资善款分配效率高”“信息透明度高”“个人捐赠
将１００％用于抗击疫情”，让被试者进行打分（１ ＝ “不清楚”，２ ＝ “否”，
３ ＝ “是”）。通过使用卡方检验来测量被试者的回答以及实验情境所包含的要素
之间的匹配关系，研究剔除了１９３个操控检验未通过的样本和８个慈善捐赠超
过三个标准差的极端值①，得到最终样本１１３１个。

随机分组检验主要针对人口学变量进行，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子
女人数、最高学历、现在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年均可支配收入、参加社会组
织活动经历、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社会组织志愿者。结果表明，
在实验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只有“现在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ｐ ＝
 ０１９）”。因此，研究后续的分析中将加入这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研究
还检验了被试者的共情能力（ＩＲＩ量表）在各组中的差异，但并未发现显著性差
异。由随机检验结果得知，研究的随机分组较为成功，在随机分组后，所检验
的个体特征及经历在各组间均无显著差异，唯一一个存在差异的变量将作为控
制变量加入后续分析中，以保证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二）样本特征

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和中年群体，１８ － ２５岁占比３３ ２４％，２６ －
３０岁占比２２ ７２％，３１ － ３９岁占比２７ ４１％，４０岁及以上的约为１５％。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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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政管理费用高”“物资善款分配效率高”“信息透明度高”“个人捐赠将１００％用
于抗击疫情”，这４个问题逐次检验后剔除的样本为：４、５５、５５、８６。其中有７个样本属于
重叠重复删除，然后再通过检查因变量捐赠，将超过３个标准差的样本剔除，此步骤排除了
８个样本。



别比例相当，男性５０ ７５％，女性４９ ２５％。婚姻状况已婚和未婚也无显著差
异，已婚的百分比为５２ ４３％，未婚的百分比为４７ ５７％。子女人数是一个子女
（３７ ２２％）或无子女（５２ ９６％）的样本占９０％以上。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
（５７ ７４％）和研究生及以上（２６ １７％）。职业主要是以事业单位（２３ ７８％）、
企业单位（３３ ６８％）和在校学生（２４ ２３％）为主。可支配年收入分别为：
５万元以内占３５ １％，５万－ ８万元占１９ ０１％，８万－ １０万元占１４ ５９％，１０
万－ １５万元占１７ ３３％，１５万元以上占１３ ９７％ （见表３）。

表３　 样本人口学因素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序列 数量
（人）

百分比
（％） 变量 变量序列 数量

（人）
百分比
（％）

性别
男性 ５７４ ５０ ７５

女性 ５５７ ４９ ２５

年龄

１８ － ２５ ３７６ ３３． ２４

２６ － ３０ ２５７ ２２ ７２

３１ － ３９ ３１０ ２７ ４１

４０ － ４９ １１８ １０ ４３

５０ － ５９ ６２ ５ ４８

６０及以上 ８ ０ ７１

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８ ０ ７１

高中 ３７ ３ ２７

大专 １３７ １２ １１

本科 ６５３ ５７ ７４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９６ ２６ １７

年收入

５万元及以下 ３９７ ３５ １

５万－ ８万元 ２１５ １９ ０１

８万－ １０万元 １６５ １４ ５９

１０万－ １５万元 １９６ １７ ３３

１５万元以上 １５８ １３ ９７

婚姻
状态

已婚 ５９４ ５２ ４３

非婚状态 ５３８ ４７ ５７

子女
个数

０ ５９９ ５２ ９６

１ ４２１ ３７ ２２

２ １０８ ９ ５５

３ ２ ０ １８

４个及以上 １ ０ ０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假设检验

首先，研究根据上文变量测量中提到的三个自变量进行主要因素的组间比
较。先通过比较是否提供高管理费用信息（０ ＝ “无信息”，１ ＝ “高管理费用
信息”）这两个组间的差异来检验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中的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
高行政费用是否有厌恶情绪。总样本在捐赠与否方面，在无管理费用信息的控
制组的捐赠者比例为４１ ８％，而在高管理费用信息的对照组的捐赠比例为
３３ ３％，统计结果不显著。总样本的捐赠金额方面，在无管理费用信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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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平均捐赠金额（Ｍ ＝ １３０，ＳＤ ＝ ３７３ ５６，ｎ ＝ ５７），高于高管理费用信息的
对照组（Ｍ ＝ １００ ３８，ＳＤ ＝ ３４８ ５７，ｎ ＝ ５５）。该研究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筹款
过程中捐赠者对高行政管理经费存在厌恶情绪，这导致了筹款金额的降低。虽
然统计检验的结果不显著，但可能是由于这两组的总样本量过小。

其次，为比对不同筹款策略之间的有效性，研究先展示除了无信息组外的
剩下五个组间的捐赠者百分比（是否捐赠）（见图２）。以高行政管理费组为参
照，效率优先策略和透明度优先策略的组间并无显著差异。Ｈ１假设在是否捐赠
检验中未得到支持。但是，国家经费的两组的捐赠者比例要高于善款扣除的两
个实验组，研究采用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来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策略间是否捐赠的比
例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方便读者更加形象地理解以上交互作用的统计结果，图２
展示了高行政管理费（对照组）与四个实验组操控组之间的捐赠者比例差异。
Ｈ２假设在是否捐赠检验中得到支持。

图２　 不同组别中捐赠者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研究运用方差分析，对公众对于不同筹款策略的捐赠金额做出统计
估计。结果表明，虽然整体模型在组间存在差异［Ｆ （３，１０１８）＝ ３ ２１，
ｐ ＝ ０ ０２］，但是不同筹款策略组间（效率优先或透明度优先）并未存在捐赠与
否显著性统计差异，９５％ ＣＩ：［－ ４７ ８，９８ ９］。但是，效率优先时透明度低对
比透明度优先时效率低下的策略来说，前者会产生比高管理费用负面作用更负
面的筹款效果，即进一步降低捐赠金额，９５％ ＣＩ：［－ １４０ ３９， － ２ ８６］，而后
者的负面效果并不显著，９５％ ＣＩ： ［－ １１４ ３９，２２ ２２］。统计结果揭示，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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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管理费用在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筹款策略中效率和透明度权衡时，应急状
态下，两种筹款策略在吸引筹款这一正面效果方面没有显著性的统计差异，但
是与高管理费用造成的负面效果相比，效率优先的筹款策略似乎比透明度优先
策略更加负面。Ｈ１假设在捐赠金额检验中得以支持。在此基础上，研究加入了
管理费用来源作为调节变量。方差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模型组间有显著差异［Ｆ
（１１，１０１８）＝ ２ ５３，ｐ ＝ ０ ００３８］，筹款策略和管理费用来源两个主要因素的交
互效应显著［Ｆ （６，１０１８） ＝ ２ ９４，ｐ ＝ ０ ００７５］。具体来说，在有国家专项经
费支持的实验组的捐赠显著高于善款扣除管理费用组的捐赠。为了方便读者更
加形象地理解以上交互作用的统计结果，图３展示了高行政管理费（对照组）
与四个实验组操控组间的捐赠金额差异。Ｈ２假设在捐赠金额检验中得到支持。

图３　 不同组别中捐赠者的平均捐赠金额（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大背景，采用实验研究方法
测试非营利组织应对“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不同筹款策略的有效性。研究结
论表明，公众捐赠对于非营利组织效率优先筹款策略和透明度优先筹款策略并
未有明显偏好。但是，非营利组织在筹款过程中，如果其效率或透明度之中任
何一个较低，都会导致公众捐赠意愿的大幅度下降。具体来说，本文的结论在
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启示如下。

同以往欧美国家研究相比，该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当前研究所提出的应对非
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的筹款策略从常态情境到应急情境的适用性。具体说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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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研究的结论是常态情境下，非营利组织可以采用规避管理费用的筹款策
略，或者效率优先或透明度优先的筹款策略来吸引捐赠（Ｇｎｅｅｚ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但是，根据研究的实证发现，在应急情境下，非营利组织
的最佳筹款策略应该是通过增加管理费用，打破行业规定和捐赠者所期待的管
理费用的“合理”限度，来避免效率和透明度任何一方的短板。此外，该研究
还发现，公众对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费用的来源有明确偏好，这一发现有效地
回应了Ｇｎｅｅｚｙ等人在２００４年提出的“１００％项目费用筹款策略”的后续问题：
到底谁应该来承担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费用，从而对吸引捐赠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有外部经费支持管理费用的非营利组织比用善款支付管理费用的非营利组织，
在吸引捐赠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优势。以往文献指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非
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陈天祥、郑佳斯，２０１６；郭小聪、文
明超，２００４）。

本文的实证发现对公共政策方面的制定与修改和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战略均
有重要启示。虽然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了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１０％。但是，在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应当酌情考虑适当提高管理费用的“合法”比例，并按
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同级别，规定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比例。但究竟合理比
例多少为佳，以及不同级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之间管理费用提高的合理梯度比
如何，亟待更多研究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若想促进非营利组
织生存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应当鼓励政社合作。具体方向可以考虑在应急情境
下，设立支持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费用的国家专项基金；或是鼓励部门内部合
作，吸引基金会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专项基金。这些都是能有效带动公众慈善捐
赠、避免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现象发生的举措。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在筹款
过程中和运营过程中可以战略性地与不同类型的组织合作，考虑进一步区分个
人和机构捐赠者们善款扣除管理费用的比例。事实上，某些非营利组织机构确
实对企业捐赠者会征收更高的管理费用，而对于个人捐赠者会少征或不征。

研究虽然面向广大公众样本，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在捐赠这一变
量的测量上，目前还只是测量了捐赠意愿，但意愿与行为之间还受诸多其他因
素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捐赠行为的测量。同时，本文在研究设计
中考虑到成本问题，没有设计“低管理费用组”，只有“无管理费用信息组”
和“高管理费用组”进行对比来回答国内捐赠者是否存在对于非营利组织高管
理费用的厌恶情绪，结果未发现捐赠比例和金额在两组中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
性差异，所以在研究设计和样本总量上还可以更加完善。最后，本文属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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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测试不同筹款策略的效果，尚未深入研究其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但过往文
献已经发现了非营利组织筹款策略对于是否捐赠和捐赠金额的影响机制大不相
同，因此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跟进相关文献，进一步设计能够有效测量的潜
在中介变量，揭示和区分其作用机制。

简而言之，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慈善筹款过程中，虽然非营利组织
应对高行政管理费用负面影响的筹款策略尚未有科学定论，且捐赠者确实对于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费用存在厌恶情绪；但是，如果公众对组织存在效率和透明
度任何一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效率优先、透明度较低时的筹款策略，会带来比
高行政管理费用更加负面的影响。本文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也是一个重要提
醒。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的不合理要求，部分原因是出于信息条件的限
制，无法对非营利组织工作效率进行准确评估，只能通过管理费用的多少来对
非营利组织的高效与否进行界定。因此，政府可以联合高校等部门，制定权威
的非营利组织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让公众明白对非营利组织的评判不只有行政
管理费用这一项标准，而应该从多维度进行考虑，从而避免公众形成“低管理
费用”甚至“零管理费用”的不合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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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视角下非营利组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筹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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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２（４）：
６１６ － ６３４．

Ｗｉｎｇ，Ｋ． ＆ Ｈａｇｅｒ，Ｍ． Ａ． （２００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ｅ Ｐａｙ Ｆｏｒ：Ｌｏｗ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 － 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０９４８００４０＿Ｇｅｔｔｉｎｇ＿Ｗｈａｔ＿Ｗｅ＿Ｐａｙ＿Ｆｏｒ＿
Ｌｏｗ＿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Ｌｉｍｉｔｓ＿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ｙｍｅｒ，Ｗ．，Ｂｅｃｋｅｒ，Ａ．，＆ Ｂｏｅｎｉｇｋ，Ｓ．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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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第三次分配视角下非营利组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筹款策略◆


